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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3 年 10 月 21 日，西藏工委以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的名义，发给外交部一份《关于中印在西藏

关系之诸问题》的电报。这一电报是西藏工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较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为中

央了解和掌握印度在西藏的既有权益，为即将开始的有关西藏问题的中印谈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情报。张经

武电报的重要意义还在于: 建言中央在谈判中首先解决同印度的边界问题。中央在 1954 年同印度谈判时并

未接受这一建议，体现了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暂维现状”政策。中国的这一政策由这一时期中印关系

的不对称性所决定的，对中印边界争端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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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 1953 年 10 月 21 日电报( 以下简称张经武电报) ，指的是西藏工委以

张经武的名义发给外交部的《关于中印在西藏关系之诸问题》的电报①。张经武电报是西藏工委根据

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较为充分的调研基础上完成的，为中央了解和掌握印度在西藏的既有权益，为即

将开始的有关西藏问题的中印谈判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并建言中央注意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重要

性。而中央决定不在与印度的谈判中涉及边界问题，则突出体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处理重大的双边

关系时，对边界争端采取了“暂维现状”政策，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政府在 1954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以下简称《1954 年中

印协定》) 签订后，公开进占中印边界中段的山口地区，是中国政府调整和改变“暂维现状”政策的因

素之一。以往学界在研究这一时期中印关系的论著中，对张经武电报几无论述。本文在整理和系统

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相关回忆录以及印度方面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张经武电报的缘起、主要内容

以及对中共中央相关决策的影响，进行系统的论述和分析，以阐释制约和决定这一时期中国处理中

印关系和边界问题的诸多因素，特别阐释“暂维现状”政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一 张经武电报的缘起: 尼赫鲁政府要求解决印度在藏权益问题

张经武电报，起因于印度从 1950 年 8 月开始就多次向中方提出维持其在藏“权益”，中央要求西

藏工委对印度及尼泊尔在藏各种特权进行调研。在中央的指示下，西藏工委、外事处以及工委政策

研究室等对印度在藏特权以及边界争端的情况，都做了较为系统的调研，遂形成了以张经武的名义

报送外交部的电报。
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K． M． Panikkar) 1952 年 2 月 11 日同中国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谈话时，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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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印在西藏关系之诸问题》，张经武致外交部的电报，1953 年 10 月 21 日，档案号 105-00032-23，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可

以肯定的是，该电报并非张经武个人所撰写，参与撰写的应主要包括西藏外事处、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等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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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提交了关于印度在藏权益的文件，这些权益包括: 在江孜、亚东、噶大克三地设有商务代理处; 邮局和

电报机构; 江孜驻军; 驻拉萨的代表; 印度人可在条约规定的西藏其他地方进行商务活动; 朝佛的权利

等。潘尼迦还强调说:“这些便利都是根据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且这些惯例和协定在具有密切的文化

和商业关系的邻居之间是自然的。”①在中印谈判正式开始之前，印度拟向中国开列的其在西藏的“权

益”，包括了七个方面的问题，除 2 月 11 日谈话所提权益外，还特别提出印度与西藏的边界，不丹的特殊

地位，等等②。这些特权，是英帝国通过两次对西藏的战争，同清廷达成的《中英藏印续约》九款( 1893
年 12 月签订)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 1906 年 4 月) 以及《西姆拉条约》及《英藏通商章程》( 1914
年 7 月 3 日由英印政府和西藏噶厦签订) 所攫取的③。印度独立后，一再宣称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一切权

利，特别强调其与西藏的关系将以 1914 年《西姆拉条约》及《英藏通商章程》为基础④。
在印度总理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看来，解放军进军西藏“损害了我们在西藏的利益和我们对西

藏的承诺”; 他甚至声称，由于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为国际社会承认中国而付出的“持续努力”也遭受

严重打击，必须“强有力而明确”地向中国说明印度的态度⑤。1950 年 8 月 12 日，印度驻华大使馆发给

中国外交部一份备忘录，第一次由印度政府向中国提出其在西藏的权益问题。这一备忘录声称:“依照

1906 年以来所订立的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印度政府在西藏有若干商业的贸易的利益。除此之外，印度

政府对西藏从来未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的或领土的野心。”但印度政府在备忘录中还特别宣称:“印

度政府自然关心因军事行动而引起印度边境上的不稳定的可能性，因此诚恳的要求采取一切步骤通过

和平谈判解决中藏关系。”⑥印度的这份备忘录只是简略地提及了在藏权益，但却特别表明了解放军进

军西藏对“印度边境”的影响。在接到周恩来 8 月 21 日致潘尼迦的备忘录后，8 月 26 日，印度驻华大使

馆再次递交中国外交部一份备忘录，其中表明: “印度政府所关心的是，印度的那些从惯例和协定中所

产生出来的权利，而这些又是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邦之间自然的权利，应当继续下去，同

时，印度和西藏之间已经被承认的边界，应当继续不受侵犯”。11 月 1 日，潘尼迦在给周恩来的照会中，

依然强调印度在西藏的权利是“自然的”，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要求中印“承认彼此的主权、
领土完整及相互利益”⑦。

还在印度独立之前，尼赫鲁就公开表示要继承英国的边境政策。他在 1947 年 3 月的一次辩论中明

确指出: 边界问题基本上是由于英国过去一百多年的政策造成的; 至于如何评价英国的政策，尼赫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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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汉夫副部长与印度大使潘尼迦就印度在西藏利益问题的谈话记录》，1952 年 2 月 11 日，档案号 105-00025-01，中国外交部档

案馆藏。
印度开列的准备同中国谈判的在西藏的权益，参见 The Beijing Conference，Note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3 December 1953，Ravin-

der Kumar and H． Y． Sharada Prasad，eds．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Second Series，Volume Twenty Four( 1 October 1953—31 Janu-
ary 1954)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1999，p． 598，footnote 2。以下简称 SWJN，SS，注明卷数、出版日期和页码。

《中英藏印续约》九款，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 三联书店，1957 年，第 566—568 页; 《中英续订藏印条

约》六款，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书店，1959 年，第 345—346 页; 1914 年的《西姆拉条约》、英印政府同西藏噶厦

有关“麦克马洪线”的换文以及《英藏通商章程》，参见 Parshotam Mehra，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Volume 1，1906-14，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 118-123。

有关情况可参见［英］黎吉生:《西藏简史》，李有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民族学研究室，1979
年，第 153—154 页。

Cable to K． M． Panikkar，27 October 1950，S． Gopal，ed． ，SWJN，SS，Volume Fifteen，Part II( 26 October 1950—28 February 1951) ，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1993，pp． 332-333．
《印度驻华大使馆给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1950 年 8 月 1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

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 1950 年 8 月—1960 年 4 月)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印，1960 年，第 31
页。以下简称《中国和印度的来往文件汇编》第一册。周恩来在 8 月 21 日给潘尼迦的备忘录中指出:“解放西藏领土和西藏人民”是中

国中央政府的“神圣责任”; 周恩来还强调，中国“欢迎印度政府关于他们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的声明，并高

兴地听到印度政府关于安定中印边境的愿望”。参见《中国和印度的来往文件汇编》第一册，第 32 页。
《印度驻华大使馆给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1950 年 8 月 26 日) ，《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照会》( 1950 年 11

月 1 日) ，《中国和印度的来往文件汇编》第一册，第 33、第 42 页。



为，应从英国对印度边境政策之目标加以考虑，“由此而言，英国的政策大体上是成功的”。同时尼赫鲁

还相信，对印度而言，边境地区不仅关乎全体印度人民的福祉，而且还是“重要的防卫区域，因此不能与

其他地区等同视之”①。而如何对待印度的边界，又与尼赫鲁对西藏历史地位的认识和界定密切相关。
至于如何判定中国在西藏的权力是属于“主权”( sovereignty) 还是属于“宗主权”( suzerainty) ，尼赫鲁则

辩称，这是个颇具学术性的问题; 他指出，印度过去经常强调的，是西藏的自治( autonomy) ，但“措辞并不

重要，我们重视的是西藏的自治”。在这种判断下，尼赫鲁坚持认为，保持同中国“正常及和平的关系”，

这“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西藏的政策”②。当中国决定解放军进军西藏后，尼赫鲁更为

关注的，是印度的边界。因为尼赫鲁相信，由于“西藏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军队进驻到印度边境附近，

这就形成了一个新局面”。对于这个“新局面”对印度的影响，尼赫鲁在 1951 年 9 月 31 日同美国驻印度

大使亨德森( Loy Henderson) 会谈时表示: 尽管“目前并不存在通过西藏进攻印度的任何危险”，但“新的

局面让我们多多少少担心这条漫长的边界，因此，我们在这方面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我们早先全然忽

视了这条边界，现在就不能那么做了”③。尼赫鲁同时还设想，边界问题的解决，特别是“麦克马洪线”问

题的解决，可通过谈判，迫使中国接受印度进占的既定事实。他在 1951 年 10 月告诉潘尼迦:“我们暂时

考虑，同中国的谈判首先应涉及我们在西藏的利益以及藏印之间共同的边界。”④时任印度外事秘书的

梅农( K． P． S． Menon) 在 1952 年 2 月 6 日起草了经尼赫鲁批准的有关中印谈判的指令，并将内容通知潘

尼迦; 该指令强调，印度在西藏的利益之一，就是确认“麦克马洪线”以及同西藏的其他边界线⑤。
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同潘尼迦进行了多次谈话，在涉及双边重要关系问题的谈话中，如 1951 年 3 月

21 日、1952 年 4 月 5 日和 6 月 14 日的谈话，周恩来都未提及边界问题。对于印方的要求，周恩来在

1952 年 6 月 14 日同潘尼迦的谈话中指出: 中国与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

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与旧中国政府基于

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而，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

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这就是应该首先声明的一个原则。但解决中国与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

系问题，需要时间与步骤。为此，“我们建议把印度过去驻留拉萨的代表团改为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
在西藏，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之下，有外事联络员，将来印度总领事馆建立以后，就能和他取得正式联系。
同时，我们提出一个要求: 中国在印度孟买设立总领事馆。然后逐步解决其他尚未解决的具体问题”。
周恩来表示: 这些具体问题包括“例如通商、贸易、侨民，以及印度驻军的撤退等项”，等到中国政府准备

好了，即可逐步商谈解决。周恩来告诉潘尼迦:“否则有些事情，例如邮电，你们撤走，我们尚未接收，就

造成真空。”⑥6 月 23 日，印度驻华临时代办高尔( T． N． Kaul) 向章汉夫转达说，印度政府原则上同意周

恩来的建议和要求⑦。
对于周恩来上述有关中印两国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的表态，尼赫鲁感到“相当不同寻常”，因为他发

现，周恩来在谈论西藏问题时压根就不提边界问题。尼赫鲁在 1952 年 4 月 12 日电告潘尼迦: 他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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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for a New Policy on the Frontier，Speech while intervening in the debate on the Indian Finance Bill in the Central Legislative Assem-
bly on 27 March 1947，S． Gopal，ed． ，SWJN，SS，Volume Two，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1984，pp． 393-394．

Cable to K． M． Panikkar，20 November，1950，SWJN，SS，Volume Fifteen，Part II，p． 350．
Closer Indo-U． S． Relations，Nehru's note on his talk with Loy Henderson，15 September 1951，S． Gopal，ed． ，SWJN，SS，Volume Six-

teen，Part II( 1 July 1951—31 October 1951)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1994，pp． 627-629．
Cable to K． M． Panikkar，2 October 1951，SWJN，SS，Volume Sixteen，Part II，pp． 643-644．
Sarvepalli Gopal，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Volume Two ( 1947—1956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pp． 177-178 ．
《周恩来外长与印度大使潘尼迦就西藏问题的谈话记录》( 1952 年 6 月 14 日) ，档案号 105-00025-02，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章副部长同印度代办高尔谈话记录》( 1952 年 6 月 23 日) ，档案号 105-00025-03，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毛泽东在 1952 年 7 月

9 日的《答复高尔代办关于西藏地方事情谈话稿》上批示:“此件可用”。有关潘尼迦将他在 1952 年 6 月 14 日同周恩来的会谈向尼赫鲁

汇报的情况，可参见 S． Gopal，ed． ，SWJN，SS，Volume Eighteen ( 1 April—15 July 1952 )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

1996，p． 474，footnote 2。



地了解到，周恩来显然不愿讨论“我们在藏利益的根本问题”; 中方以“进入西藏的时间不长，尚未对问题进

行全面的研究”作为借口，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①。在接到潘尼迦有关 6 月 14 日同周恩来会谈情况的汇

报后，尼赫鲁在 6 月 16 日打电报给潘尼迦，明确表达了对处理边界问题的考虑; 他告诉潘尼迦说，周恩来既

然谈论那些次要问题，却对边界问题保持沉默，“我很不喜欢这个样子”。尼赫鲁强调说:“就我们而言，同

其他问题相比，我们对边界问题更加重视。我们不仅关注自身的边界，还关注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边界。
况且我们已在议会明白无误地表示，必须坚持这些边界。”尼赫鲁进而表示:“或许，我们自己不提这个问

题，将使我们处于某些有利地位。我们自然更希望达成一个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全面广泛的协定。1 月

25 日给你的指示中，曾要求你详细说明我们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利益。我们认为你已经这样做了。如

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认为，周恩来的沉默就意味着某种默认。对我们而言，我们不建议重新考虑这一问

题。”6 月 17 日，潘尼迦在给尼赫鲁的电报中说: 他在 2 月初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已清楚表明尼泊尔的完

整对印度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并特别提到印度的政策“已同尼泊尔融为一体”; 潘尼迦说，周恩来

当时对此并未提出任何问题，据此潘尼迦认为，周恩来在边界问题上的沉默，以及在谈话中甚至都未间

接提及锡金或不丹的问题，这意味着，中方即便不是接受了印度的立场，也是对印方立场的默认。潘尼

迦还向尼赫鲁提出: 印度必须坚持如下立场，即边界已经划定，而且毫无讨论的余地。6 月 18 日，尼赫

鲁打电报告诉潘尼迦:“考虑到你所说的情况，现阶段不提我们的边界问题，应是可取的( desirable) 。”②

其间，对于是否同中国谈判边界问题，尼赫鲁的态度有些摇摆不定。他在 1952 年 7 月 25 日告诉外

事秘书梅农说: 他倾向于认为在将来有关西藏的会谈或照会中，“我们应提及边界”; 他也“很欣赏潘尼

迦提出的理由，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我们尚未提出这个问题。但我现在开始感觉，我们耍小聪明的企图，

有可能会弄巧成拙。我想，还是直截了当会更好些”。7 月 29 日，尼赫鲁又指示梅农和潘尼迦: 他经过

考虑，决定还是接受潘尼迦的建议，即“不应特别提及边界”。他同时还指示，要向考尔说清楚这一点，

“以便让他准确知道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③。尼赫鲁在 9 月 6 日给印度驻拉萨使团的电报中再次明

确指出，印度“目前在西藏的利益是有限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坚持我们的边界线。我们已非常

明确地向中国政府表明了立场，对此，不能有任何让步”。尼赫鲁在 12 月 10 日还特别告诉新任驻华大

使赖嘉文( Nedyam Raghavan) : 对华政策“一直都应该把友好和坚定这两者结合起来”，因为“一旦我们

表现出软弱，这马上就会被利用。在有关我们同西藏、同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以及同印度其他地

区的边界问题上，这一态度将适用于所有可能出现的事态或与之相关的事态的发展。”尼赫鲁指出，在

整个边界问题上，“我们必须继续坚定的态度。对此毫无商谈余地，我们早前已对中国明确表达了这一

点。……以前的麦克马洪线被认定是我们的边界，我们将坚持这条线”④。
尼赫鲁 1953 年 3 月 5 日发给外交秘书长和外事秘书的指示⑤，是指导印度对华政策、特别是其边界

问题的重要文件，值得仔细研读和分析。首先，尼赫鲁指出: 面对“那里所发生的变化”和“西藏内部发

生的其他变化”，印度将不得不接受; 但尼赫鲁强调，“有一件事我们不准备接受，那就是对我们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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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改变，或对我们边界的非法侵入。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全神贯注，不要对其他事情异想

天开”。
其次，尼赫鲁此时便已将边界问题上升到国家尊严和民族荣誉的层面，这显然不是研究者后来分析

和强调的那样，是他受到了印度“右派”、舆论，特别是“反华势力”的压力和影响。尼赫鲁坚持说: 印度

“真正关心的，是自身安全以及保持我们边界的完整”，因此，“我们必须对边界保持警惕。这与其说是

从抵抗大规模入侵的角度考虑，还不如说是更多地向中国和世界表明，我们将坚持自己的边界。我们将

迎接对边界的任何挑战。实际上，这是对整个印度的挑战，而非仅仅是对边界的挑战”。因此，对于西

藏此前提出的要求归还不丹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尼赫鲁强硬地表示，“不论在任何时候，也不

论是公开地，或是正式地，或是半正式地谈及这类事情，我们都应当即予以反对，同时要明确表示，我们

不准备容忍任何此类的主张或此类的言辞”。
最后，尼赫鲁虽一再宣称“友好”是其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但同时更强调其政策的“强硬”。他特

别指出:“无论何时，假如在西藏发生了触犯印度人或印度利益的事情，或发生不尊重印度人或印度利

益的事情，我们都要采取强硬的政策; 强硬的政策并不意味着采取进攻性的政策，但要表明我们不打算

屈服那样的对待。”
更为重要的是，尼赫鲁在该指示中所提出加强边境地区管理的政策建议，成为今后若干年处理边界

事务的指导原则，这些重要的政策建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修筑和完善通往边境地区的道路交通

系统，在边境地区建立装备精良的检查站; 其二，强化情报系统; 其三，发展边境地区的经济，通过使他们

承认自己是印度的一部分并从中获益，从而使之越来越多地融入印度经济和国家生活之中。其四，要求

外交部密切关注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等边境地区的事态发展，并注重同相关各部和相

关邦的合作，以便在处理边界问题时形成协调一致的政策。
因此，当印度要求同中国中央政府谈判其在藏特权时，便开始考虑让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作

为中印边界的合法性。鉴于上述所分析的印方的考虑，在《1954 年中印协定》谈判开始之前，尼赫鲁

制定了明确的政策，他接受潘尼迦早先提出的建议，决定不向中方提出边界问题，因为尼赫鲁认为

“或许目前提出这一问题时机不当，但是，一旦局势需要，特别是出现对边界的挑战，那么我们就要明

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尼赫鲁在 1953 年 8 月 30 日指示说，“我们在目前不必提出边界问题，

应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解决方案中提出”。虽然如此，但“应常常想着与西藏的边界”①。他在 10 月 25
日告诉外事秘书长、外事秘书和联合秘书: 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公开而明确的政策”就是，“这是条固

定的边界线，除某些小块地方可能存有争议之外，不会对此进行争论或讨论”。尼赫鲁强调，“我们必须

完全认识到，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是友好和共处的政策，至于对我们基本权利的干涉，则要有坚定的政策。
从根本上讲，基本的权利就是保持边界。在其他问题上，我们将以友好的方式同中国人打交道”②。尼

赫鲁在 1953 年 12 月还指示外事秘书长:“我们不应提出这一问题，如果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表

示出惊讶，并指出这一问题已获解决。而且还要进一步表示，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内，当经常谈到印度

同中国的问题或谈到印藏问题时，从来都没有谈过边界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是令人吃惊的。我们的

代表团不能讨论这个问题”。至于潘尼迦所提出的如果中国在谈判中重提边界问题，印度代表团应退

出会议、中止谈判的建议，尼赫鲁指示说: 印度应避免退出，除非中国坚持提出这一问题，一旦发生这种

情况，毫无疑问要听取他本人的意见。有关不丹问题，尼赫鲁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他在指示中说，倘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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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中提到不丹问题，“我们应明白无误地表明，不丹的外交是在我们的直接指导之下，我们不应提及这

一问题”。不过尼赫鲁也表示，如果中方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将来在有关不丹外交的问题上，他们将不

得不同印度打交道①。
1953 年 9 月 2 日，尼赫鲁致函周恩来，要求同中国谈判印度在藏特权问题的相关事宜。值得注意的

是，尼赫鲁在信中突出强调两点: 其一，中国表示过中印之间没有领土争端。尼赫鲁写道:“阁下曾与去

年通知我国大使说，中国与印度之间在西藏问题上并无观点的分歧，而且贵国政府极愿尽力保障印度在

西藏的利益。您并且说，在此问题上，印度与中国之间没有领土的争执或争论，并说‘我们并不愿意骤

然取消现存的机构和措置，因为这样的办法会造成真空’。”其二，尼赫鲁强调双方的谈判将解决“所有

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尼赫鲁的逻辑中，解决了“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两国之间自然就不存在边界问

题了。尼赫鲁在信中特别告诉周恩来，“印度政府迫切希望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最终的解决办法，以

避免随时可能产生的误解和冲突。印度政府认为，将所有剩下的问题一并处理，对我们两国都会是有利

的。零碎地考虑每一个问题并不能导致圆满的解决”②。印度大使馆在同一天将尼赫鲁的信函以照会

形式送交中国外交部。9 月 5 日，印度外交部送交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一份备忘录，在这份由尼赫鲁起

草的备忘录中，印方要求同中国尽快谈判“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拉·库·尼赫

鲁( Ratan Kumar Nehru) 在 9 月 5 日同袁仲贤的会谈中，坚称印度对其在西藏所有的“传统权利与习惯

做法”，并非来源于“不平等的条约”，“印藏之间过去是有其相互依存关系的”。他指责西藏当局“采取

了若干单方面的行动”，表示印度希望两国能就西藏问题的“所有悬案作一总谈判，而不是个别零星

解决”③。
因此，在《1954 年中印协定》正式开始谈判之前，尼赫鲁将上述决定公开告知印度议会。1953 年 12

月 24 日，他在人民院回答议员询问时强调: 在过去两三年内，印度不断同中方讨论这些问题，特别是有

关西藏问题，因为印度在西藏有诸如贸易、朝圣等“特殊利益”，但尼赫鲁强调，“对于边界问题，他们在

任何时候均未提及。人民院也已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我在外交政策辩论中回答这个问题时已多次声明，

就我们而言，边界问题毫无可谈之处。边界就在那里，麦克马洪线就在那里。对此，我们同任何人都没

什么可谈的，同中国政府，或者同其他任何政府都是如此。边界就在那里。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因此，

我们的人员去那里不会谈边界问题。这完全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与此同时，尼赫鲁在印度联

邦院也宣称:“就我们而言，有关我们的边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们不会同任何人讨论边界问题，

我们也不打算承认任何人有权越过这条边界，除非是以友好的方式。”④对印度的这一立场，时任印度外

交部外事秘书的皮莱( Raghavan Pillai) 曾告诉加拿大驻印专员里德( Escott Reid) : 印度的立场是明确

的，边界线不受挑战的时间越长，其地位就越牢固⑤。

二 西藏工委对印度在藏特权的调研与张经武电报的报送

周恩来在看过尼赫鲁 1953 年 9 月 2 日的信函以及印度政府的备忘录后，做出如下批示:“印度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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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机会想在西藏占些临时便宜，但他们再次提出解决悬案的要求，我们拟即接受过来以进行谈判。”①

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高岗和邓小平都审阅过上述文件。外交部在 1953 年 10 月 7 日将周恩来的批示

传达给张经武，并指示西藏工委: 中央准备同印度谈判解决在西藏的“悬案”，因此，“请你处即研究印方

全部企图，在谈判可能提出之问题及我应作之对策、方案”; 外交部还特别指示西藏工委: “再进一步调

查研究，找阿沛与柳霞商量，务必将帝国主义在藏特权全部弄清楚，以免有所遗漏，致贻后患。”②外交部

将尼赫鲁 9 月 2 日致周恩来的电报和印度外交部 9 月 5 日给袁仲贤的备忘录一并交给西藏工委，以作

参考。周恩来在 10 月 15 日复函尼赫鲁，重申中印在西藏应建立新的关系，同意解决印度在藏商务代表

团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并提议 12 月在北京谈判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③。
实际上，十八军在进驻拉萨后不久，就开始了解西藏地方政府同外国签订条约的相关情况。与

此同时，西藏工委出于处理同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驻拉萨代表的关系以及商务往来事宜的考虑，

也多次向中央建议，尽早同印度达成相关通商及贸易方面的协定。周恩来在 1951 年 9 月 28 日致电

张经武指出，“你建议与印签订友好通商条约，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但将加以研究”。周恩来在电报中

还强调:“我对印度、尼泊尔等国，向采取积极主动以争取友好的方针。……为争取亚洲国家反对战

争、主张和平以打击美帝及其帮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我们努力促进中国与印度、缅甸、印尼等

国的友好关系，是应该的和可能的，但不可能设想印度如人民民主国家一样坚定地站在我们方面。”④

1952 年 2 月 26 日，周恩来电告张经武:“关于印度、尼泊尔与西藏的外交的、文化的和商业的关系，我

们是准备将来经过谈判全盘解决的，但必须等待解放军到达西藏南部边境、西藏军政委员会成立并

公开设立了外事机构而且了解和研究了当地的外交及其历史的情况之后，才能开始这种谈判。”⑤这

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所特别提到的同印度谈判的前提之一，是要在解放军到达西藏南部边境地

区之后。
西藏外事处在 1952 年 3 月 24 日向外交部较为详细地汇报了所了解到的印度在藏特权的基本情

况⑥。6 月 8 日，周恩来在给张经武的电报中指示说: “关于印度在西藏权益问题，自印度大使潘尼沙于

本年 2 月 11 日向我方提出后，业经你处于 3 月 24 日来电拟具处理意见，又经外交部与袁仲贤大使反复

商量，现中央认为，就目前形势而言，我方立足未稳，情况未明，不宜作全面解决，但为与印度通商的实际

需要起见，并为安印度之心，拟先解决设领问题，允许印度在拉萨设立总领事馆，换取我方在孟买设立总

领事馆。其他各项问题，仍然作为悬案，等待情形弄明，准备好了之后，再逐步解决。”⑦张经武在 6 月 12
日致电周恩来，汇报了西藏工委的意见和建议; 张经武表示:“在允许其设立总领事馆后，必须有步骤地

取消印方在藏某些权益，作为西藏方面实际取得之利益，及奠定中央之威信。”但张经武对同意印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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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西藏问题的来信》( 1953 年 9 月 2 日) ，档案号 105-00032-0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尼赫鲁来函的英文稿，

见原卷宗第 3—5 页。Raghavan to convey it to Chou En-lai，SWJN，SS，Volume Twenty Three，pp． 485-486。该信由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

9 月 2 日递交周恩来。
《印政府照会我国政府要求解决西藏悬案》，外交部致张经武并告西藏外事处、西南行政委员会宋任穷副主任的电报( 1953 年 10

月 7 日) ，档案号 105-00032-22，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章汉夫副外长面交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关于周总理就西藏问题答复印度三次来文”的函件》( 1953 年 10 月 16 日) ，档案号

105-00032-08，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周恩来给尼赫鲁的复函》( 1953 年 10 月 15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上) ，北

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331 页。
《周恩来关于与印驻拉萨代表谈话复张经武电》( 1951 年 9 月 28 日) ，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周恩来与西藏》，北京: 中国藏学

出版社，1998 年，第 22—23 页。
《总理告张经武并西藏工委并袁大使关于印度尼泊尔在西藏各种特权进行研究》( 1952 年 2 月 26 日) ，档案号 105-00153-05

( 1)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印度在西藏现在占有之权益情况》，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的电报( 1952 年 3 月 24 日) ，档案号 105-00153-04，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馆藏。
《周恩来关于西藏外事机构及印度设领问题致张经武电》( 1952 年 6 月 8 日) ，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 《周恩来与西藏》，第

23—24 页。此处潘尼沙，即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领事馆也持保留意见，因为“根据西藏过去历史，在形式上不轻易允许外人常驻拉萨，而我反允许其正

式设领事馆，恐易引起坏分子之挑拨”。至于印方的其他权益，张经武建议，“印方在江孜、亚东的驻军，

最好在谈设领事馆时能同时解决，其他问题可暂作悬案”; 而“印方在江孜、亚东之商务代表地位争取撤

销。该两地印方代表一切问题由总领事馆负责处理”①。周恩来在随后给西藏工委的电报中指示说，

“中印两国的旧关系必须逐步结束，新的关系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为建立此种新关系起见。
中央认为，印度政府原驻拉萨代表机构的地位，必须予以改变。改变后，按照中印两国正常关系由印度

政府在拉萨设立总领事馆。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还有许多应该改变的事宜，等到印度政府在拉

萨设立总领事馆后，中央准备逐步解决”②。周恩来指示张经武将中央的上述立场，告诉达赖喇嘛和

噶厦。
西藏外事处在 1953 年 1 月 28 日致电外交部，再次建议中央就西藏问题与印度进行全面的解决，比

如在撤兵、取消亚东及江孜商务代表后，订立通商通邮等办法; 若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可能作统一的通盘

解决，则只有就个别问题交涉。西藏外事处还在电报中汇报说: 根据印度目前对西藏的动向看来，如对

门达旺软禁西藏代理管家( 此事将另报) ，不让邦达昌购买之钢铁、水泥等出口，印度可能利用其对西藏

之压力，以求得在中印关系上取得讨价还价之资本; 或利用我目前在西藏困难，准备在解决西藏权益问

题上取得优势③。西藏外事处在 8 月 14 日向外交部建议:“若我无通盘计划，零碎交涉，除自己将陷于

不利外，且使彼方达到其企图迫使我首先提出交涉以便取得主动之目的”④。
因此，西藏工委在接到外交部 10 月 7 日有关“务必将帝国主义在藏特权全部弄清楚，以免有所遗

漏，致贻后患”的指示后，张经武、张国华、杨公素等去见达赖喇嘛和噶厦官员，告诉他们: 中央政府将同

印度进行谈判，要求噶厦将过去与英、印间有关交往情况及条约、文件等告诉中央，以便研究如何与印方

谈判。根据杨公素的回忆录，全体噶伦 11 月到中央代表处，表示同意中央统一外交，对过去设“外交

局”作了解释，一再说噶厦与外国并无特殊来往，现在要求中央将英印占去的西藏土地收回。同时，噶

厦交出两幅地图，一幅是西藏自绘在一张大白布上的西藏全图，划法同中国旧时各省地方志划的界线图

一样，有山形河流，并无经纬度和等高线，东西南北方向是用藏文写在图的边侧上。噶厦指出，从拉达克

至阿萨姆的土地，包括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是英国从西藏夺取的地方; 争议的土地在印度独立时曾

向印度政府提出过，遭到印方拒绝。另一幅是 1914 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藏双方私下划的印藏边界图，

即“麦克马洪线”地图。噶厦交出的是当时麦克马洪与夏札签字的原图，有经纬度，约为五十万分之一

的比例，印藏边界线仅是粗粗划了一条红线，除此图外，没有边界条约、没有说明边界走向，也没有划界

议定书。噶厦交出此图时说，那时除达赖十三世及少数几个大官外，谁也不知有此图，现在印度人占了

图上的土地，要求中央收回。据杨公素回忆录的记载，“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这张真图。我们询问除此图

外，有没有其他文件、条约或文书等，他们一口否认有任何文件。当时我就觉得不可能只有一张图而没

有任何文字形式的文件”。张经武认为，这是噶厦向中央将了一军，既然要统一对外，就要把它丢失的

土地收回来，作为它拥护中央统一对外的条件⑤。
西藏军区有关部门在此之前也曾做过有关西藏同外国签订条约等情况的调研，为张经武电报提供

了重要的情报。1951 年 11 月 8 日，时任西藏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的徐淡庐同噶厦“外交局”的索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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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复总理印度在藏设领问题》，张经武致周恩来的电报( 1952 年 6 月 11 日) ，档案号 105-00025-05，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周恩来致张经武并西藏工委电》( 1952 年 8 月 9 日) ，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周恩来与西藏》，第 24—25 页。
《印度禁运出口西藏物资事》，西藏外事处杨公素致外交部并转袁大使的电报( 1953 年 1 月 28 日) ，档案号 105-00116-05，中国外

交部档案馆藏。有关杨公素所提的再报“对门达旺软禁西藏代理管家”一事，未发现相关档案。
《对印兵营猖狂活动之处理意见》，西藏外事处致外交部并告江孜分工委( 1953 年 8 月 14 日) ，档案号 105-00114-16，中国外交部

档案馆藏。
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 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9 年，第 199 页。杨公素先生在 2010 年将《沧桑九十

年》加以修订，以《沧桑百年: 杨公素回忆录》为书名出版，北京: 中国文艺出版社，2011 年。



进行会谈，掌握了一些有关印藏关系、西姆拉会议以及印藏划界的基本情况①。索康在会谈中介绍了西

姆拉会议的情况，他说: 在民国四年袁世凯曾派一陈某同西藏所派一名叫夏札( 此人已故) 者为代表，前

往印度与英国办理外交，交涉结果陈某因故( 大约是与夏札关系未搞好) 先回内地，西藏代表夏札单独

与英国订了条约; 对条约的具体内容，索康并未谈及，只是称该条约现存噶厦，他也知道一些，徐淡庐对

此情况未加追问。值得注意的是，索康在谈话中透露了藏印划界的问题。索康告诉徐淡庐说，当时英国

人在地图上用红线划了一条线，作为印藏分界线，这样一划，便将错拉宗及其以南包括门达旺很大一块

地区划入了印度境内。索康称，这块地区气候温和，出产很好，并出产橡胶树等物。索康明确表示，这条

边界线并未在条约上写明，只是由双方代表在地图红线上各盖了一个章，并有英国人交给夏札带回西藏

的 5 000 支枪; 索康说，这批枪也无一定手续，或借或送或买均不明确，夏札当时口头向英国人有何交涉

则不知。索康还强调指出: 以上地区实际这些年来仍由西藏管辖，英印政府均未过问，今年达赖在亚东

时，印度政府曾向噶厦提出要派军队进入错拉宗等地的问题，当时正是派阿沛和克买扎萨等人赴京和谈

的时候，故答复印度不能派兵来，结果硬来了 600 名印度兵，由一名印度官率领，并无另外的外国兵。从

上述索康所谈看，他显然并未完全告知噶厦同英印政府及印度政府有关划界交涉的详情; 还有一种可

能，即索康本人对西姆拉会议的情况也并不十分知晓。不过，通过徐淡庐所了解到的上述重要情况，也

成为西藏工委 1953 年 10 月要求噶厦进一步提供有关印藏关系详细文件资料的主要依据。
时任西藏工委社会部副部长的张向明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一则重要史料。张向明在 1953 年 8 月

份从北京回到拉萨后，被任命为工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投入一项“很紧急，立刻要上马”的工作，即准

备“中印、中尼的边界材料”; 张向明回忆说，“这个材料要得很急，因为当时很快就要与印度和尼泊尔进

行边界问题的谈判”。张向明接到任务后，立刻从外事处、西藏军区情报处、联络部、组织部、公安局等

单位借调十多名人员。张向明写道: 这份材料所涉及的边界范围，“最先从中印边界的西段，然后是中

印边界的中段，一直到山南的那一段。当时把麦克马洪线的这一段放下了，说这一次解决不了这一块，

我们主要精力放在西段和中段上。为了能够赶上时间，我们大家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大概搞了几个月

吧”。牙含章( 时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主持这项工作，但“并不过问具体事，一般是我们稿子出来之后，或

者遇到什么问题再去向他汇报和请示，由他审稿和最后定夺”②。张向明并未说明这个材料完成的具体

日期，但根据其回忆录似可判断，政策研究室的这项工作应是配合前述张经武 1953 年 10 月份致外交部

的电报的起草工作。但这一史料的意义在于两方面: 一则中央曾一度考虑在同印度谈判其在藏特权时

讨论边界问题; 二则中央对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顺序和态度，发生过重要的变化，从要求工委政策

研究室先准备西段和中段的材料，到张经武和杨公素向外交部提出首先讨论东段问题，再到中央决定在

谈判中不涉及边界问题。
在上述调研的基础上，张经武在 1953 年 10 月 21 日致电外交部，以“关于中印在西藏关系之诸问

题”为题做了汇报，并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同时，这个报告的“各点均已与阿沛、柳霞等谈过，他们

表示同意”。
张经武电报首先分析了印度此时再次要求谈判西藏问题的意图和目的。电报指出: “除国际形势

我尚须争取印度合作外，印度正是利用我在西藏的暂时困难地位，特别是对帝国主义遗留的特权尚未做

到应有的与充分了解，边界问题我现尚无法解决，又加以在某些方面如我尚须仰给印度时，提出全盘解

决西藏悬案，显然是另有企图的。”在西藏工委看来，这个“另有企图”的实质是边界问题。张经武电报

进而分析指出:“在印方致我文件中，强调‘印度与中国之间没有领土争执与争端’( 据印政治家报尼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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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淡庐报□联老索康反映关于外交上的一些问题》( 1951 年 11 月 8 日) ，档案号 105-00153-05 ( 1 )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系原件无法辨认。老索康，即索康·旺钦才旦，时任噶厦“外交局”局长。克买扎萨，应是凯墨·索安旺堆，时任藏军总司令，1951
年代表噶厦赴京谈判的成员之一。报告中的“陈某”，是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中华民国代表陈贻范。徐淡庐在其日记中，11 月 8 日这一天

未有任何记录，参见徐淡庐:《风雪高原: 康藏地区工作纪实》，北京: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1996 年 12 月，第 122—123 页。
张向明:《张向明 55 年西藏工作实录》( 自印本) ，2006 年 5 月，第 57 页。



鲁在印上议院中亦如此宣称) ，而此正是印方阴谋所在。目前印度占我门达旺一带，系根据所谓的 1914
年西姆拉条约而来，但宣称无领土争执，正是迷惑视听、企图将所占我国领土取得及合法化，这是应提及

注意的。”
有关《西姆拉条约》的情况，张经武汇报了从噶厦官员那里获取的有关边界问题条约及其资料的情

况，并指出印度一再宣称的所谓“现状”，“除一些惯例外，是根据西姆拉所订的英、中、藏协定，藏、英通

商条约，即藏英宣言及所属地图等”。①张经武在介绍了《西姆拉条约》的基本情况后说，“根据阿沛、柳霞

谈，此等条约是在藏方被迫下，夏札( 签字人) 不知地图，并在秘密形势下签订的”。有关“麦克马洪线”，

张经武电报指出，该线虽为《西姆拉协定》所规定，“但后来藏方发现有两圣山在红线以外印方界内，仍

提出交涉，英方同意红线南移，以色拉为界( 此项文件一部分已交我) ，而目前则越过色拉至门达旺了”。
据此，西藏工委认为，“目前印度在西藏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上述条约及边界问题，即西姆拉藏

英条约及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张经武电报提出三点建议: 其一，“必须声明旧约废除，凡未经旧中

国政府承认的西姆拉条约无效”。其二，“印方须退出目前占我之门达旺下珞瑜等地”; 其三，“至于具体

的勘分中印在西藏印度边境的国界问题，将来双方再勘。现在要想根本解决条约、边界问题是不可能，

这些问题对我目前来说拖一下较为有利，但又不能不加以说明，否则表示我默认，正中印方之计，将来陷

我于被动是不妥当的”。
张经武的电报中，涉及边界问题还有以下两点是清楚的: 第一，虽然噶厦认为“印度若承认西藏是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则应废除此约”，但它并未将涉及印藏边界的其他重要文件交给西藏工

委，因为张经武电报中并未提到 1914 年 3 月 14 日夏札同麦克马洪有关印藏边界的换文。杨公素后来

曾回忆说，他在 1954 年中印谈判 10 多年后，“在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中发现了 1914 年英藏秘密划‘麦线’
的双方换文和他们签订的商约。因为这两个文件为国内研究西藏地方对外关系所罕见，所以我乘此机

会把它们翻译出来，作为参考文献”。②第二，噶厦政府称当时夏札签订条约是迫于压力，不知道有地图，

也是对西藏工委的搪塞; 因为无论是《西姆拉条约》还是英印政府同噶厦的换文，都是附有地图的，而夏

札也都在上面签过字。
至于印度在西藏的其他方面的特权，张经武电报赞同中央进行谈判的决策，并指出，“事实上某些

问题如通商来往，代表权等，由于我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也时常发生纠纷，这些纠纷拖下去自亦可以，但

现在能解决也未始不可。如此类纠纷年年不断发生，对我争取印度在西藏方面和平相处，也可能在坏分

子阴谋挑拨下，易趋于恶化”。根据印度在藏特权的状况，张经武电报建议，“除条约、边界问题外，应

以印方来文中所提问题，如通商、驻兵、朝佛( 出入国境) 、商务代表权等，加以商谈解决。此为目前可

以解决而我又需要解决者”。张经武电报归纳了印度在藏特权总计 12 项问题，包括印度兵营、邮政、
无线电、驿站、下司马的管理权、③噶大克通商、亚东和江孜的商务代表、拉萨总领馆的电台、通商地点、
通商出入境问题、税收以及朝佛限定地点等问题。对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张经武电报提出了以下重要

的建议:

1． 印兵撤退，兵营收回。2． 邮政收回。西藏地方政府邮政已通至帕里，由中方协助即可解决取消印

邮后的邮政问题。3． 印方无线电由其撤回，或由中方( 作价) 收回均可; 有线电给价收回。“我电信局已

在亚东、江孜、拉萨等处设立，并可开办国际电信，因此完全可以解决。电话机由印方撤回或我收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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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经武在电报中说，噶厦已将有关《西姆拉条约》交给西藏工委，并称西藏工委已在“9 月 16 日电”中向外交部做了汇报。“9 月

16 日电”，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档案中尚未查到。
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第 199 页。
下司马镇，是亚东县下辖的一镇，境内的乃堆拉山口为中国和印度间重要的边贸通道。根据 1890 年《中英藏印条约》，下司马开

埠，清廷在此设立海关。下司马在 1906 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后成为英租界，英国在此驻有一个排的兵力，其商务代表享有领事裁判

权。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在下司马的特权。中印有关交涉下司马问题的档案，参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卷宗号从 105-
00201-01 到 105-00201-18。



可”。4． 与邮电有关所有驿站收回。5． 下司马管理权收回。6． 噶大克通商目前不能停止，可继续通商，印

商务代表可以承认，仍照过去例子，每年一定时间，在一定地点通商;“但我须有商务代表去西姆拉或噶伦

堡作为交换”。7． 亚东、江孜印方商务代表，因拉萨有总领事馆，且事实上亚东商店( 只亚东有三家) 应取

消。若印方要求继续存在，或改为领事，最多也只能设在亚东一处，并以中方在噶伦堡同样设领事或正式

商务代表为交换。“我们认为若在噶伦堡有一代表机构，是于我极有利的”。8． 关于拉萨总领事馆设有

电台，及印方可能在亚东、噶大克的代表机构设电台事，“我们认为须以我在印方的各代表机构设电台

为互惠条件，否则，彼此不设。我有电信局( 阿里区藏政府已派去电台) 可由我电台发报”。9． 通商地

点。阿里区限噶大克、普兰宗，前后藏限亚东、江孜或拉萨; 印方通商地点提出噶伦堡、加尔各答、西姆

拉、干都或西里古里。10． 通商出入境问题。其中通商出入境问题涉及边界的管理，张经武电报提出了

重要的建议:“目前我们认为仍沿用互惠的、不要护照不需签证手续的自由出入境办法，但双方应发给

各自商人以执照为凭，俟一、二年后有条件时再议双方出入境签证办法。”西藏工委此时显然考虑到了

护照、签证对未来中印边界问题谈判中的重要性和意义。11． 税收问题。“我们意见在海关未建立前一、
二年内仍沿用现例，双方不征收出入口税”。12． 朝佛应限定地点。“我方规定为阿里之凯拉斯山及玛

罗萨沃罗湖①，印方应为噶耶( 释迦逝世地) 、华加拉斯( 释迦第一次讲经处) ，朝佛路线可以规定”。
张经武电报最后建议，“以上各项，建议中印双方订一在中国西藏地区通商章程，以代替过去之商

约”。同时，由于西藏工委和外事处在此过程中搜集到了有关材料，张经武向外交部提议，由杨公素将

各种材料带到北京参与谈判。杨公素到北京后，将噶厦有关收回土地的意见，向章汉夫副部长和亚洲司

陈家康司长做了汇报; 章汉夫和陈家康认为，此次谈判是否涉及边界问题尚须请示周恩来②。
与此同时，外交部在 1953 年 12 月 19 日拟订了题为“关于印度在西藏特权问题简述”的报告( 以下

简称“外交部报告”) ，供中央有关部门准备即将开始的中印谈判参考③。显而易见，外交部报告充分吸

收了张经武电报的意见; 报告称“印度在我西藏的特权大多是根据旧有不平等条约及所谓的惯例沿袭

而来”，列举了 12 个主要方面的特权问题，包括: 商务代理处及商队、驻军、邮电、驿站、贸易、出入签证、
朝圣、债务、边界及非法占领、房地产问题以及文化机构。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政策建议同上述张经武电

报基本一致。
值得提出的是，外交部对中印边界问题也做了较深入的调研。在“印度军队非法占领我国领土问

题”一节中，报告分为三部分研究了这一问题，即西藏边界问题、英印侵占我领土情况和处理意见。在

西藏边界问题中，报告强调中印边界的“东段和中段从未划定过，西段除一小部分勘过界外，其余都未

划过”。有关英印侵占的“向属西藏管辖”的领土情况，报告根据掌握的情况，具体列为六个地方，包括:

门达旺地区，“现有印军 136 人，轻机枪 14 挺，步枪 122 支，刀 116 把，电台一部”; 瓦龙“经西南方面数次

调查，该地确在我边界之内”，“现驻印军 22 人”④; 锡金、不丹、拉达克“原系西藏土地，先后被外人占

去”。其他被印度占领地区还包括珞瑜地区、阿里地区普兰宗的仓糅和江巴以及马那山口以南的马那

村和一寺庙。如何处理“印度军队非法占领我国领土”，外交部报告提出两点重要建议: 其一，做好中印

边界划界的准备。报告指出:“西藏与印度接界约 2 000 多英里，除小部分有界线外，大部分都没有划清

楚过，为了巩固国防，应准备确定国境线的工作。”其二，必须向印方声明中印边界未定。报告特别强

调:“此次谈判可不提出边界问题，目前想一下子根本解决也不可能，但我必须声明中印边界将来双方

要重划，否则表示我方默认现成事实。经讨论，大家认为此项甚为重要，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我方均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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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凯拉斯山( Kailas) ，即冈仁波齐峰; 玛罗萨沃罗湖( Mansarovar) ，又称曼萨罗沃湖，即玛旁雍错，均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境

内。无论印度教还是佛教都将在玛旁雍错沐浴视为最神圣的愿望，印度朝圣者在玛旁雍错沐浴后，方可前往冈仁波齐峰朝拜。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第 215 页;《外交部就同意杨公素返京参加谈判事致电袁仲贤大使》( 1953 年 10 月 19 日) ，档案号 105-

00032-24，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关于印度在西藏特权问题简述》( 1953 年 12 月 19 日) ，档案号 105-00153-02，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瓦龙，即瓦弄。



印方提明。”
为指导中印谈判，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印谈判委员会，作为中方代表团的咨询机构。委员会由 11 人

组成，其中外交部 5 人，有周恩来、章汉夫、陈家康、杨公素等，西藏工委在京领导人张国华、范明，达赖喇

嘛指定的代表噶伦饶噶厦、藏军总司令马基噶章，中央民委的平措旺阶，中央统战部的赵范。在 1954 年

1 月 7 日召开的中印谈判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印度继承了英国在西

藏的一些特权，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印度对中国的态度改为平等相待，但在西藏还想保

留一些特权，实在保留不住，才同意撤军。周恩来表示: 中国愈强，各民族团结坚固，印度的态度就会改

变。中国对印政策应该争取它按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争取它反对美国侵略、反对战争，另一方面印度还

受英美影响，有些问题和中国有争论，“我们要争取它，影响它，相信我们的和平政策是有力量的”。会

上饶噶厦提出要中央收回被印度占领的土地，如门达旺等。周恩来还强调，这次谈判是解决业已成熟并

已准备好的问题，不成熟的比如边界问题，其中有“麦克马洪线”划出的门达旺、珞瑜等，还有其他方面

西藏提出的归属问题，由于材料不充分，这次作为悬案，将来选择时机解决。对此饶噶厦仍表示，边界问

题若一时不能解决，希望提请注意①。
1953 年 12 月 31 日，印度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 周恩来在当天接见以赖嘉文大使为全权代表的印度

代表团时指出:“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

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

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赖嘉

文则特别强调: 鉴于美国正在大力设法挑拨中印关系，尼赫鲁总理希望中印间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可以

很快就成功，因为这样就可以表示中印之间是没有什么困难与分歧的②。
从 1953 年 12 月 31 日开始，中国同印度政府就中印在西藏地方的关系在北京举行谈判。中印两国

原计划只谈六个星期，实际上却持续了四个月之久。赖嘉文在第一、第二次会议中，为维持印度在西藏

的特权进行辩护，他反对对等设立商代处，声称此举“不会有助于增进印度与西藏西部的贸易”，“反而

会打乱该地区传统的贸易方式”; 赖嘉文甚至说，机械的平等原则会损害互利的原则，在印度要求同等

数目的贸易市场和商务代理对中国政府并不是必要的。在整个会谈中，印方代表两次谈到了边界; 在

1954 年 1 月 2 日的第一次会谈中，赖嘉文说到印度商人所享有的另一种便利，就是沿着习惯的道路

进出西藏的边境，往往印度商人由某一关口进入西藏，进行贸易后由另一个关口出境，或者从第二个

关口入境后，从第一个关口出境。这两个主要关口就是西姆拉附近的什普其和普兰宗附近的里普列

克。在 1 月 4 日的第二次会谈中，赖嘉文声称，通过签订协定，“我们之间的边境将成为和平和合作

的象征”。而章汉夫副外长则在 1 月 8 日的第四次会谈中，重申和强调了周恩来在 1953 年 12 月 31
日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所表明的中方的谈判立场，即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惠的原则下，谋求和平共处，此次谈判根据上述原则来解决“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赖嘉文对此表示同意③。
《1954 中印协定》的谈判是艰苦的，印度态度强硬，对其在藏特权并未轻易让步; 如若进行边界问题

的谈判，其难度可想而知，或可导致谈判的失败。经过 12 轮的正式会谈和多次非正式的会谈，双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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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恩来的此次讲话，详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第 200 页、第 215—216 页; 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65 页。
《周恩来总理与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关于中印西藏谈判问题的谈话摘要》( 1953 年 12 月 31 日) ，档案号 105-00032-20 ( 1 ) ，中国

外交部档案馆藏。
《关于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第一次会谈记录》( 1954 年 1 月 2 日) ，档案号 105-00136-01;《关于中印在中国西藏地

方的关系问题的第二次会谈记录》( 1954 年 1 月 4 日) ，档案号 105-00136-02;《关于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第四次会谈记录》
( 1954 年 1 月 8 日) ，档案号 105-00136-04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1954 年 4 月 29 日签订了《1954 年中印协定》。协定确立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的原则，规定中国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三处设立商务代理处，印度在亚

东、江孜、噶大克设立商务代理处; 指定西藏某些地方和印度某些地方为贸易市场; 规定两国香客朝圣和

商人、香客的出入与往来过境事宜等。双方还规定印方将其驻在亚东和江孜的武装全部撤退，并将其在

西藏的邮政、电报和电话等企业及其设备和 12 个驿站及其设备全部交给中方。协定还规定了双方商务

代理的职权以及有关双方商人、香客的注意事项等①。
中印两国对协定的性质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

重要的”，《1954 年中印协定》签订后“中印关系一度改善”，“这种友好关系不仅对我国在藏工作起到了

极大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反对美国的封锁、制裁，也起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协定

签订后，印度仍在西藏保持有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当时西藏与内地交通不便，中央驻藏军政人员的供

给大半需要由印度进入，中央政府一时尚无法解决西藏人民的经济问题，因此对印度的“这些妥协作法

还是必要的”。印度“仍在利用机会挑拨我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迫我承认西藏边境的某些地区为印

度占据的历史事实和甚至进行新的侵犯”。然而中国坚持认为，协定“所解决的还只限于业已成熟、悬
而未决的问题，除这些问题外，还有不少边境问题，如拉达克地位问题，锡金地位问题，所谓麦克马洪线

问题等还有待于解决”②。
尼赫鲁则相信，协定不仅解决了印藏通商和交通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解决了两国的边

界争端问题。有关是否在谈判中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尼赫鲁的态度发生过重要的变化。他最后采纳了

潘尼迦的建议，决定不在谈判中涉及边界问题，其目的就是防止中国利用此次谈判的机会“重提”整个

边界问题③。赖嘉文在 4 月 29 日的签字仪式上说: 这个协定是“我们花费了若干月的时间才拟定出来，

但这是由于事情的性质所致，而不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某些见解有什么根本的分歧”。赖嘉文还意味深

长地指出:“我们还完成了更多的工作，我们彻底地研究在这个地区我们两国之间所存在的问题。”④出

乎中国领导人意料之外的是，印度在《1954 年中印协定》签订后即开始进占中印中段边界山口地区，不

仅导致了中段边界争议地区的形成，而且也是中国考虑改变“暂维现状”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 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暂维现状”政策及其影响

由于中国决定在与印度关于其在藏特权的谈判不涉及边界问题，因此，张经武电报和外交部报告中

有关边界问题的建议均未被采纳; 中共中央决定不在与印度的谈判中涉及边界问题，则体现了中国在这

一时期处理重大的双边关系时，对边界争端的处理实际上采取了“暂维现状”政策。
解放军进藏之初，在军事上尚未完全控制边境地区，应是中共中央采取“暂维现状”政策的一个基

本考虑。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领导人就相当关注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 周恩来在 1953 年时曾指出，

“我们的对外关系中，有切身利害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我们同周边国家

都有边界纠葛，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⑤。中共中央在解放军进藏前后，对边界问题的处理较

为谨慎。中共中央在 1952 年 4 月 1 日发出的《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 首先，全面控制西藏

存在困难。指示强调，“我们目前在军事、政治上都未能完全控制西藏地区，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

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资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总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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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协议的全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 中印、中不卷) ，北京: 世界知识出

版社，2004 年，第 5—9 页。
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第 220 页; 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第 253 页;《印度基本情况》( 1956 年

2 月 25 日) ，档案号 102-00055-0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B． N． Mullik，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1971，p． 155．
参见《中国和印度的来往文件汇编》第一册，第 147 页。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主编) :《周恩来传》( 三)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1293 页。



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定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

态度，稳步前进……。”其次，审慎处理与西藏相关的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指示强调，“向西藏什么

地方‘进军’的提法，易遭歪曲。向珞瑜进军的提出，也为时过早。珞瑜受帝国主义侵略已久，现有帝

国主义从察隅附近到不丹东境的军事防线( 所谓‘巴里巴拉计划’防线) 和一些部落性的傀儡政府，

情况极为复杂，必须待我们收复该地区的准备工作( 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布置) 做好后，提出这一

问题，始对我们有利。珞瑜绝大部分( 包括达布拉斯、亚波尔和密什来三个主要部落) 属康区，只有门

达旺一地原属西藏，将来如何进军，须经西南局和中央慎重考虑后始能决定”①。
因此，外交部在 1954 年发给西藏工委的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中，传达了以下政策方针: 其一，

中印边界全为未定界，历史上由于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造成不少纠纷。西藏解放后，印度进一步侵占，

又形成一些新的纠纷。近年来印度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加强活动，企图扩展印度的领土范围，中印边界

问题已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二，印度对中印边界的意图，“是想通过使我承认英印历来

侵占西藏领土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并利用边界尚未划定的情况，乘我军力尚未控制的空隙，抢先进占一

些地方。同时，由于中印边界问题尚悬而未决，印方对我尚有疑惧。”其三，中国对中印边界的基本方针

是: 既要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外交交涉中坚持立场和原则，在边防工作中，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印

军侵入; 又要从团结争取印度的目的出发，不使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目前彻底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我内部加强各种准备工作，争取在将来的适当时机，同印方通过外交

途径求得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②。
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采取“暂维现状”的政策，是由于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军

事方面所存在的“不对称”关系的具体体现。对中央而言，驻藏人员和解放军进藏后能不能站稳脚跟的

关键因素，就是能否解决后勤供应方面即将面临的巨大困难，特别是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基本保

障。西藏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历史上粮食短缺问题就极为突出，每年都要进口相当数量的粮

食。军委联络部 1952 年 4 月在《西藏目前主要军政经济情况汇编》中，提到粮食问题曾特别指出: “西

藏粮食本可自给，但由于贵族、寺院及地方政府大量存粮( 估计常年在 6 500 万斤以上) ，常形成缺粮现

象，须赖不丹、尼泊尔粮食的输入; 拉萨一带则仰给于后藏日喀则等地的粮食。”③对解放军进藏的粮食

供应和其他生活物资的保障问题，中央和西南局从一开始就予以高度重视。邓小平和刘伯承在 5 月 9
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特别强调:“入藏先遣部队目前严重的困难是没有粮吃，这个问题已成了 4 000
人生命生存的问题，也是解放西藏中的严重困难。……只要有饭吃，什么都好办。”④5 月 28 日，张国华

军长在十八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进军的困难是补给问题，补给不仅关系到进军，而且关系到西藏

的建设。我们要进军，最大的困难就是补给，最主要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历史上治藏成败与否，就看这

个问题解决的好坏。历来的经验是一路生产，一路建设。”⑤在中共中央看来，“即是今年( 1954 年) 康藏

公路可以通车，但尚有技术上的若干困难，不可能在通车之后，立即完全依靠公路解决供应问题，我们至

少在通车后还需要一年半载的时间克服一些有关运输上的主要困难，然后才能将主要物资运到拉萨，对

此要有充分思想准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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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的指示》( 1952 年 4 月 1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 《西藏工作文献选

编( 1949—2005)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65—66 页。原文中的“密什来”，为“密什米”( Mishimi) 的误写。
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第 244 页。杨公素的回忆录并未说明中央这一指示的具体日期，推断应是在张经武电报报送之后、

中印谈判结束之前。
军委联络部:《西藏目前主要军政经济情况汇编》( 1952 年 4 月 12 日) ，档案号 105-00119-0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关于推迟进藏时间给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 1950 年 2 月 26 日) ，转引自杨一真: 《西藏记忆》( 上) ，福州:

海风出版社，2011 年，第 137 页;《邓小平、刘伯承致电中央军委转报天宝 5 月 3 日从甘孜的来电》( 1950 年 5 月 9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 杨胜群、闫建琪主编) :《邓小平年谱》( 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910—911 页。
《张国华在十八军党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0 年 5 月 28 日) ，转引自张向明:《张向明 55 年西藏工作实录》，第 24 页。
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第 220 页。



尼赫鲁充分意识到西藏在粮食和物质供应上对印度的依赖，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解放军进藏后在物

资供应上的困难及其对印度的依赖。为此，印度曾先后于 1950 年和 1959 年两次对西藏实施贸易管制

和禁运，试图通过这些政策措施，迫使中国在有关中印关系、西藏问题，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上做出重大

让步①。毫无疑问: 印度政府的禁运政策极具战略意义，尼赫鲁设想中国由于西藏驻军供应上的困难，

将不得不撤出西藏; 因为尼赫鲁相信，“穿过戈壁沙漠运送粮食以及从中国运来大量的粮食，都是十分

困难的”②。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 1954 年中印谈判的第一次会谈中，就明确指出:“贸易问题是一个

重要的问题，虽然对印度来说贸易量不大，但对当地的中国国民来说，是很重要的。”③其话语含有明显

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寻求印度的支持。在

中央中央看来，对于印度这样的中立国，由于“他们在亚非国家中有广泛的影响，我们必须小心地争取

他们，以便同他们共同为加强国际和平、反对战争而努力”。毛泽东曾对尼赫鲁明确表示:“我们是信任

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④中国在反对美国片面缔结对日和约的过程中，多次同印方进

行磋商和协调，表明中方的政策立场，积极“争取印度不参加签订对日和约，如能做到也可能影响缅甸、
印尼、锡兰不参加签字，这是我们‘道义上的胜利’”⑤。印方在这一问题上立场明确，表示对中国的支

持; 尼赫鲁在 1951 年 6 月 22 日同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会谈时坚持: 和约不能无中国参加; 各国无法与

日本单独订约，印度若不愿接受美国对日和约草案，亦可单独与日本订和约⑥。1951 年 9 月 8 日，包括

日本在内的 48 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和约; 印度虽受邀参加签署和约，但最后并未出席

和会⑦。
印度在这一时期的朝鲜停战谈判，特别是在战俘问题上，也发挥着较为积极的作用。尽管中国和印

度在有关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存在分歧⑧，但双方逐步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局势的发展。1953 年 5
月，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关键时期，中国事先将新的谈判方案送交印度方面; 毛泽东为此在 5 月 6 日致函

周恩来，让其约见印度驻华大使，告诉印方中国将提议印度为中立国委员会五国之一。毛泽东在信中还

很有把握地说，按照中方的方案，“实际上将战俘送到印度去，不会使印度发生很大麻烦，相反，可能大

多数战俘会迅速被遣返，剩下的不过少数。……亚洲国家应当团结互助，帝国主义总是对我们没有好心

的，中国对印度则是信任的。”⑨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张经武电报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央提供了印度在藏既有特权的详细情况，提出解决和处

理印度在藏特权的若干政策建议，而更为重要的是，西藏工委认识到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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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有关印度对西藏的贸易管制和禁运的具体情况，参见戴超武:《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 1950—
1962) 》，《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7 期。

The Indo-Tibet Frontier Issue，Reply to a debate in the Council of States，24 December 1953，SWJN，SS，Volume Twenty Four，p． 583。
印度联邦院( Rajya Sabha) 即上议院。

《关于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第一次会谈记录》( 1954 年 1 月 2 日) ，档案号 105-00136-0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周恩来总理电示我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关于同尼赫鲁谈话原则事》( 1951 年 2 月 3 日) ，档案号 105-00081-02，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藏;《在印度大使宴会上毛泽东主席与尼赫鲁谈话纪要》( 1954 年 10 月 21 日) ，档案号 204-00007-08，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有关毛泽东

同尼赫鲁的此次谈话，还可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 《毛泽东传( 1949—1976 ) 》(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572 页。

《研究美对日和约问题及我之对策》( 1951 年 7 月 20 日) ，档案号 105-00090-04( 1)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昨宴尼赫鲁时谈话内容，袁仲贤给外交部的电报》( 1951 年 6 月 23 日) ，档案号 105-00081-04，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有关尼赫鲁政府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政策，可参见 K． V． Kesavan，“Nehru，Henderson and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Internation-

al Studies，Vol． 40，No． 3( August 2003) ，pp． 247-263。
中国和印度在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分歧，可参见《中国政府就印度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朝鲜停战的决议案草案事向

印政府提出的声明》( 1952 年 11 月 30 日) ，档案号 105-00027-12，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信》( 1953 年 5 月 6 日)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二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92 页。



主张首先同印度解决边界问题。中共中央虽未采纳西藏工委有关边界问题的建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西

藏工委和西藏外事处作为中央授权交涉和处理中印关系的直接机构，其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2． 西藏工委和西藏外事处作为中央授权处理西藏涉外事宜的一线机构，深知边界问题在处理藏印

关系中的重要性，这一政策建议为西藏工委所一直坚持。当 1961 年 4 月外交部指示西藏外事处就

《1954 年中印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该协定的延长、修订或存废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时，

西藏工委依然坚持以解决同印度的边界争端作为首要的考虑。西藏工委在 1961 年 5 月 29 日给外交部

的报告中指出:“边界问题是印度政府反华的借口，成为目前中印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不管从

总的两国关系，还是从局部的藏印关系来看，这个问题，都应该首先求得解决。”西藏工委的报告强调: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或者提出解决的途径及作法，我西藏同印度关系中的其他问题的解决办法或

规定，才有实行的可能。否则，如贸易、交通问题，就是按照 1954 年协定做一些修改，也会因印度闹边界

纠纷，随时遭到破坏。”①

3． 中国处理中印关系，特别是在边界问题上采取“暂维现状”的政策，同这一时期中印关系的结构

和本质密切相关。从结构上讲，中印关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因此在本质上依然是

一种不平等的关系，除了中国在涉及重大利益的外交问题上需要寻求印度的支持之外，中央在经营西藏

的过程中，在内地与西藏交通运输存在严重困难，特别是驻藏机构和部队在粮食和必需的日用品在很大

程度上须依赖印度的时候，这种不对等性更为明显和突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与同周边国家正在显现

的领土争端相比，西藏内部的政治稳定及中央治理西藏战略的顺利贯彻要远为重要得多; 中共中央的政

策，更多的是考虑了印度在中国稳定和发展西藏的战略中所处的重要地位②。
4． 张经武电报表明，中国即便在这一时期未就边界问题展开正式谈判，也可采取其他非正式方式，

告知印方中方在边界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以掌握以后进行交涉的主动性。因此，当周恩来 1959 年 9 月 8
日致函尼赫鲁表示中印边界从未划定存有争议的时候，尼赫鲁声称“十分震惊”，因为“当我们两国签订

关于西藏地方的 1954 年协定时，我曾希望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印中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已经和平地和最终

地获得了解决。五年之后，你现在却坚持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它使近年来我们讨论过而我以为已经

解决了的一切问题显得微不足道”。尼赫鲁在 1960 年 4 月周恩来访印时又告诉周恩来说:“最让我们感

到痛苦的是，假如中国政府并不同意我们，他们应该将自己的反对意见告诉我们。但是九年来什么也没

有说……因此，这些情况的发展是令人极度震惊的。”③尼赫鲁在边界问题上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印证了

张经武电报中所担心的“正中印方之计，将来陷我于被动”的后果。
(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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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对中印协定期满后的存废修改意见》，西藏工委致外交部的电报( 1961 年 5 月 29 日) ，档案号 105-01803-01，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藏。
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戴超武:《中国对印度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反应及其意义( 1951—1954) 》，《中共党史

研究》2014 年第 12 期、2015 年第 1 期。
《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1959 年 9 月 26 日) ，《中国和印度的来往文件汇编》第一册，第 191—204 页; Record of the

Talks between PM and Premier Chou En-lai held on 20 April 1960 at 11am，Subject File 24，P． N． Haksar Papers，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New Delhi。



value so as to avoid the morass of relativism． This shall be the direction of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Keywords: hermeneutics，language，practice，virtue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Research Diversity: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Study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Today's China ( by ZHENG Yi-shi)
Abstract: As for the study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today's China，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nying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of Marxism in the name of“value neutrality”，together with reflecting on the closure，
arbitrariness and dogmatization in the past and emphasizing upon the openness，diversity and individualism． It
needs a dialectical analysis to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academics and
ideology，science and ideology， the “party” nature and “class” nature of ideology and mak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homogeny and heterogeneity in terms of existence，fact judgment and value judgment in
terms of research approaches，academic study and applied research in terms of research levels． In order to
unify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research diversity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we shall be
vigilant against politically viewing it as a pure ideological doctrine on the one hand and stick to the theoretical
core and basic value of Marxism on the other．

Keywords: Marxist philosophy，value neutrality，theoretical essence，research diversity

An American Missionary's Days of“Liberation”at Yenching University
( by YANG Kui-song)

Abstract: Whe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ccupied the areas near Yenching University in the west of
Peiping，there were over 30 American professors，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at the university with Bliss
Wiant as the leader． Wiant was entrusted by the 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to be
temporary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and also functioned a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Wiant was a missionary
from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the U． S． In 1923，he came to work for 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ina with his
newly married wife and founded the music department． As one of the professors who had worked for the longest
time at Yenching，he worked at the university for nearly 20 years( 1923—1927，1929—1935，1936—1941，
1947—1951) ．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music department constantly and also worked for the administration at
the university，where he got his major achievements in life． Even when the arm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ccupied the area where Yenching was located in the end of 1948 and later Peiping and the whole
China，and even when th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broke out in Korean Peninsula，the Wiant couple
always hoped to stay at Yenching． This was the common wish shared by other 20 foreign Christians and some
missionary societies． From 1948 to 1951， this kind of possibility was extraordinarily real． Like many
Americans at that time，they believed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different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so what happened in the Soviet Union would not happen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liberating Peiping and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ew political system they witnessed made them confident in
the new condition and social atmosphere created by the new political power． Many students from Yenching
became senior cadres and the new government offered important positions for many leaders at Yenching．
Therefore，although they faced many difficult challenges，they still highly anticipated for the future． It turned
out that their wish was too optimistic． When Korean War unexpectedly broke out in 1950 an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dopted the intervening policy，the political situation dramatically changed in a few months，which
originally needed a long time to take place．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declared one after another
to freeze the properties of the opposite side． Only 6 weeks later，Yenching University，which was formerly
sponsored by American church，was completely confiscated by the new government． Since then，Christian
missionary work had been completely prohibited at the university． Missonary Wiant and other foreign professors
and their families had to leave Yenching University even though they were reluctant to do so．

Keywords: Yenching University，Christianity，Communist Party of China，Bliss Wiant，liberation

ZHANG Jing-wu's Telegram on October 21，1953 and Its Significance
( by DAI Chao-wu)

Abstract: ZHANG Jing-wu，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 in Lhasa，submitted a telegram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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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n October 21，1953． The telegram，which was prepared for the forthcoming
negotiation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Tibet，not only provided the information about Indian privileges in
Tibet，but suggested that priority of negotiation should be the issue of border disputes． The suggestion had not
been adop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hina and India had no talks on their border issues in their
negotiation on Tibet in 1954． China's delay strategy with regard to border disputes was heavily shaped by the
asymmetrical salience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ndia's unique role as the major channel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China's dependence on Indian export necessities to Tibet were the most relevant factors precluding
Beijing from responding effectively to the Indian occupation of territories in the southern Himalayas． Such
delay strategy has significant and complicated impacts on China's settlement of its border dispute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Keywords: ZHANG Jing-wu's Telegram，Indian privileges in Tibet，China-India Agreement in 1954，
Sino-Indian board issues，“delay strategy”

The Rising of Ethnology in Contemporary Taiwan ( by HU Feng-xiang)
Abstract: Ethnology or cultural anthropology is lively and energetic in today's Taiwan，which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in mainland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rising of such study
in Taiwan is accompanied by particular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as well as various practical
motivations． It is worthwhile to investigate in details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origins，achievements
and defects of ethnology in Taiwan so as to learn lessons beneficial to the academic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Taiwan，ethnology，the Gaoshan ethnicity，Pacific Rim 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the Underclass Society in a Metropolis and Its Impact: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 by WEN Jun ＆ WU Xiao-kai)
Abstract: Since the practice of“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a has almost become an important mark to identify China's curr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tertwined with
various new and old systems，a metropolis，as a sign of modernization，has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low-
income population，which has gradually formed an “underclass society” in a sociological sense． With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low-income population in Shanghai，this paper，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ory
and experience，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underclass society as
well as its potential social impacts on and challenges to a metropolis．

Keywords: metropolis，underclass society，underclass group，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impact

Passional Worship and State Involvement: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Urban-rural Marriage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70s in China

( by ZHAO Ye-qin ＆ DING Jin-hong)
Abstract: Urban-rural marriage is a kind of long-distance marriage，which means one person of a married

couple comes from the city and the other comes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couple i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such as their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living habits，educational status
and values． The domestic researches of urban-rural marriage originated in the 1990s with the trend of rural-
urban migration． These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the marriage status in a horizontal dimension，but lack
vertical studies in a historical dimension． Putting marriage into political，social and historical structures in
modern China，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urban-rural marriages from Yan'an period
in the 1930s to the end of the 1970s． This will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the overall historical changes of modern
China． From Yan'an period in the 1930s to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1970s，urban-rural
marriages were influenced by some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state power and political
forces on the other． Political direction and national policy became key factors in achieving the success of
urban-rural marriage．

Keywords: 1990s，urban-rural marriage，state intervention，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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